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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open the "black box" of how collaborative networks affect individual performan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 - budget input - individual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theories of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Resource-based View, and collects the data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ST) collaborative networks of 41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1 to 202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panel data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employ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self-organized intercity ST collaborative network, the higher the city's weighted centrality, the higher the city's S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ST budget expenditure ha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effect, which means the weighted centrality of a city improves the ST budget expenditure of a city, thereby improving its S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3) city’s fiscal pressure of the city weaken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weighted centrality on city’s S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rcity ST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finds that cities like Shanghai, Hefei, Nanjing, Hangzhou play the role of central collaborator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ult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scope and depth of intercity collaboration in ST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 and more fiscal support should be given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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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合作网络被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学者认为有利于解决复杂棘手的公共事务。相比于科层官僚和市场，合作网络中的参与主体彼此间能通过构建目标共识、利益分享和信息交换构建更高水平的信任，进而降低合作主体间的交易成本。既有对合作网络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其一是将网络作为因变量，研究影响网络形成和演变的因素及不同因素间的相互关系[1-3]。其二是将网络作为自变量，此类研究多关注作为整体的网络产生了何种影响和后果[4][5]。其三是对不同网络进行比较分析，关注不同网络间的关系[6]。合作网络的有效性和产出绩效是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学界的热点问题。相比而言，对网络影响个体产出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体现在对一些重要结果变量的忽视，既有研究多关注具体领域中合作网络所产生的及时和直接产出，但合作网络带来的一系列其他影响和连锁反应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7][8]；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对导致网络产出和结果的机制缺乏深入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和嵌入性理论为解释合作网络中个体绩效的变化提供了更偏社会学的理论支撑，但相关研究并未进一步研究个体的社会资本和嵌入性影响个体绩效的机制。概括来说，打开合作网络与网络产出间的“黑箱”是网络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既有合作网络研究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场域，发展中国家合作网络的产出与绩效存在较大研究空间。合作网络可分为被设计的网络和自组织网络。在中国情境下，中央政府能对各地方政府进行统筹领导和协调，从而形成被设计的地方政府见网络，并对其加以管理。自组织网络多形成于东部沿海地区，不同省份、城市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在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尤为显著。此外，全国范围不同省份、不同城市间的自发考察调研也是自组织网络的重要体现[6]。
城际科技合作是自组织网络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能力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对地方政府而言，不同城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教资源禀赋不同，其科技创新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各城市加强信息交换和沟通，在发挥不同城市科研主体相对优势的同时，也提高科技中心城市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离不开各城市在财政预算上的大力支持与投入，为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物质基础。据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作为一种城市之间自发的自组织网络，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合作网络如何影响了各城市作为个体的科技创新绩效？以及城市在科技合作网络中的参与程度如何影响了城市的科技预算支出？财政作为庶政之母，政府的一切活动都需要以一定预算为基础，预算变化反映了政府注意力的变化和政策议程的调整，因此预算是有助于理解合作网络运作“黑箱”的重要切入点。
1 文献综述
1.1 自组织合作网络
	在自组织网络中，由于网络管理者的弱化或缺位，网络本身的结构无论是对整体网络绩效还是个体绩效都有重要影响。相较于被设计的网络，自组织地方政府合作网络中的政府碎片化、目标共识难形成等问题更为凸显[9]。一方面网络中的单一个体难以对整体网络的结构及产出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个体的行为选择深深内嵌于其所处的网络结构中。既有研究在探讨自组织网络中的个体绩效时，多结合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区分了合作网络中的桥接社会资本和粘结社会资本，二者均有利于强化合作网路中的信息交换和信任建立，从而对整体网络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10][11]，并且其对网络中个体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场域中也得到了相应检验[11]。概括来说，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自组织网络中个体的中心度和聚类程度是个体获得更好绩效的促进因素。网络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意味着其能与更多合作者进行异质性的学习[12]，并提升其在网络中被其他个体信任的程度。当网络个体拥有更多合作关系时，意味着其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的能力更高[13]。也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网络个体面临在内外社会资本间的权衡，对城市而言，其内部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城市内部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可支配的资源，外部社会资本则网络结构属性来表现[5]。
但也有研究认为密度、中心度等网络结构属性并非导致合作网络取得良好绩效的充分条件[14]。因为网络结构属性可能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自组织网络中的个体信任、合作者偏好、能力以及信息不对称[15]。加权网络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问题，因为加权网络能反映不同主体间合作程度的高低[16]，在面对一些复杂问题时，网络个体取得更好绩效往往更需要合作的深度，而非仅仅是与更多不同合作者间的合作关系。更有研究指出在一些特定时段，密切稳定的合作也可能会导致合作网络绩效的降低[17]。
	在影响网络绩效的诸多变量中，有学者将其进一步分为网络结构属性和网络功能属性，以及起到中介传导或调节作用的网络情境属性，其中网络功能属性可理解为合作网络实现目标的能力，网络情境属性则可理解为合作网络面临的约束和条件，网络个体所拥有的财政资源就是影响网络个体绩效的重要情境属性[7]。地方政府合作网络作为一个空间场域，网络中政府主体的财政活动会产生外部效应，即地方政府的预算安排受与其他地方政府互动的影响[18]。政府作为公共组织，其组织财政资源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被大量研究进行了讨论，下文将展开对此问题的文献梳理。
1.2 财政资源与组织绩效
组织资源与组织的生存、管理以及产出绩效密切相关，这是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和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的核心观点。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要拥有足够多的可支配资源来减少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其的消极影响，进而减少对外部环境的资源依赖程度[19]。资源基础观进一步认为，拥有更多资源能提高组织绩效，因为更多可支配资源能赋予其更多竞争优势[20][21]。虽然就此认为组织财政资源与组织绩效是单一的正向线性关系过于简单，前者可能并非后者的充要条件，但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充裕的组织资源对组织绩效存在促进作用[20]。
财政资源是组织赖以生存和运转的基础。在较早研究政府预算的公共行政学者中，Sharkansky检验了美国各州预算变化与公共服务绩效间的显著关系[22][23]。之后间断均衡学者也以政府预算为切入点，研究了公共教育场域预算变化与组织绩效的关系[24][25]。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作为公共组织如何将财政资源转变为组织绩效，对此学者们在不同场域和情境下进行了检验，并普遍认为，预算的变化会对之后年份的组织绩效产生显著影响[26]。当地方政府财政资源增多时，地方政府一方面会利用增加的财政资源来弥补已有的支出缺口和短板，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将这些资源进行积累以应对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后者使得组织能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冲击。充裕的资源能起到缓冲作用，使组织绩效能保持相对稳健的态势，在此基础上，组织拥有的资源越多，组织越能实现更高的绩效增长。即便财政资源的增加并没有成为地方政府的松弛资源，地方政府也能利用这些资源优化自身的支出结构，并基于这些增加的财政资源进行组织创新[27]。概括来说，组织财政资源增加的直接影响是减轻了其财政压力，提高了组织运转过程中的容错率，并弱化了外部环境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绩效的冲击[28]。因此，充裕的资源被认为是组织取得更好绩效、公共政策得以成功执行的关键因素。
2 研究假设
	根据前文所述，分析合作网络中个体网络属性对个体绩效的影响可结合社会资本理论进行分析。该理论认为，桥接社会资本和粘结社会资本在不同合作情境中的适用性各有侧重。具体而言，当网络个体在合作中面临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亦或是面临与其他主体的竞争时，粘结社会资本对网络个体绩效的提升更有益，原因时粘结资本的提高有利于加强一定范围内各主体间的合作，从而降低各主体间的交易成本和并提高信任水平[10][29]。而当网络个体面临的合作情境是相对低风险的，各合作主体间的信息交换与资源分享易于实现，且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目标，此时桥接社会资本更有利于提高网络个体绩效，原因是此时各主体间更容易形成如府际协议等正式的、密切的合作形式，个体的桥接社会资本越高，意味着该个体与更多合作者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10]。
	那么城市间自发的科技合作网络属于哪以上哪一种合作情境呢？事实上，任何一个合作网络的情境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有所侧重[10]。首先从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各城市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彼此间有着较高水平的信息交换与资源分享，在城市群内部又分别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四城形成了若干都市圈。在自组织网络中，由于网络管理者的缺位，这些作为都市圈核心的城市实际上发挥了中心合作者的作用，促进了网络个体间的信息交换和资源分享。其次需要结合科技合作本身的特征，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同，科技合作在现阶段对我国地方政府而言并非政绩考核的刚性指标，但由于科技创新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存在参与科技合作的内在动机[30][31]。此外，科技创新是知识密集型活动，需要合作者之间有更密切深入的交流与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优势互补的协同科创环境[32-34]。因此当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合作关系越多、合作越密切时，意味着该城市在自组织的科技合作网络中更能发挥中心合作者的作用，在信息、资源等方面具有更多优势。
假设1：科技合作网络中城市的合作关系越多、合作越密切，该城市的科技创新绩效越高
	个体的财政资源是其与其他个体合作时的重要情境因素，那么个体的网络属性如何影响了其财政状况和预算资源配置？首先，城市的科技合作关系越多、合作关系越密切，意味着该城市在科技合作中需要投入的资源越多。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一定门槛，没有足够资源支持难以为继。在被设计的网络中，如我国的对口支援政策，由中央指定了结对进行援助的对象，此时被援助的地区往往财力薄弱，没有财政资源支持也能凭借中央的政治权威维系其合作关系，但在自组织网路中，个体间的合作是自发产生的，尤其对科技合作而言，大多建立在府际协议以及城市间产业园区共建的基础上，这些活动均会导致城市科技财政支出的增加。
	科技合作网络影响城市科技预算支出的另一机制是注意力强化，城市间的自发科技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35]，体现了地方政府注意力的配置。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展开科技合作的过程中，需要进行频繁的考察调研、会以论坛，这些活动均会强化地方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注意力分配。城市间的科技合作属于广义上的政策，根据政策反馈理论，合作关系越多、关系越密切会使得城市间的科技合作路径依赖不断强化，即自我强化效应，使得既有的科技合作网络不断巩固[36]。在自组织网络中，拥有更多合作关系的中心合作者会投入更多资源以维持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
	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是实现政府驱动型创新的基础，能促进地方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微观经济个体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其能缓解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融资约束，并能有效提高企业在进行科技创新时的风险承担水平和容错能力，并对优化企业资本结构起到引导作用[37-39]。在科技合作网络中，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促进了研发要素的流动，提高了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40][41]。在自组织科技合作网络中，城市间的科技合作具有更高的市场化特征，随着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的增加，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能产生激发城市创新活力的协同效应。
假设2：城市科技合作网络通过提高该城市科技预算支出进而提高了其科技创新绩效。
	除了科技预算支出本身外，城市整体财政压力也会对科技合作网络绩效产生影响。自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长期面临着“支大于收”的财政压力，大部分地方政府需要依靠上级乃至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维系财政运转，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财政压力与科技创新呈负相关，从政府偏好层面看，城市财政压力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挤出其对科技创新的注意力。具体体现在两点，首先是城市财政压力越大，当地政府越倾向于引入和扶持传统高税行业如房地产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能在短时间内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作为回报[42]。相比而言科技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的风险更高，投入回收周期更长，在短期内不易补偿科技投入的成本。其次财政压力会进一步扭曲政治晋升激励下的财政支出结构，地方政府会扩大生产性财政支出并削减科技支出的规模。整体上看财政压力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与错位，城市会将主要精力至于短期内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从而无暇顾及其所在区域内不同城市间在科技合作中的分工与优势互补。概括来说，城市财政压力抑制了地方政府的协同创新偏好，致使科技创新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效率受限，对城市间的科技合作产生消极影响[43]。
从科技创新主体的成本来看，为缓解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会提高税收征管的强度，实际上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了企业，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税费负担，提高了科技创新主体的研发成本，抑制了其创新积极性。此外城市财政压力的增大不利于缓解科技创新主体的融资约束，财政补贴、研发资助以及税收优惠的杠杆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严峻的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会加剧城市间的税源竞争，这可能诱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信贷决策和资本流向的不当干预，投入成本高且产出不确定型较高的创新型企业将更难从金融市场中获得资金。因此可以推测，虽然城市间的科技合作在整体上能促进城市的创新绩效，但城市财政压力对此促进作用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
假设3：城市财政压力弱化了科技合作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
[bookmark: _GoBack]本文的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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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的科技创新绩效，一般从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来对其进行衡量。投入法衡量地区创新能力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即地区的创新能力影响了投入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产出，因此以产出法来衡量更能在客观上反映城市的创新能力。创新产出包括专利申请数、新产品销售数以及专利授权数，其中专利授权数更直接反映了该地区的创新成果，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以城市当年的专利授权总数来衡量城市的创新能力（Wang et al.，2022；Brunnermeier and Cohen，2003；Johnstone et al.，2012；）。考虑到科技创新从投入到产出需要一定时间，本文将城市专利授权数在城市预算数据的时间基础上滞后一期。
3.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科技合作关系的数量与密切程度。对此本文搜集了长三角41个城市2010年至2020年间城市间的科技合作信息，以此来构建10年间每一年的科技合作网络，并计算出每个城市对应的网络结构属性。
		城市间的科技合作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政府间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包括正式协议、不同城市间的科技合作对接活动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合作共建等；（2）各城市高校与其他城市政府的科技合作，此类合作包括高校与其他城市政府签订的科技合作协议，以及高校科研人员与其他城市政府间的深度调研考察。本研究选择包括高校与城市间科技合作的原因是，长三角地区高校密集、科研院所众多，在城市间的科技互动中，高校及科研院所与政府间的合作交流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44]。高校与地方科研院所的科研经费，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地方项目，其预算由地方政府承担，最终会反映在其所在城市的科技支出预算中；（3）城市政府间的科技调研考察、论坛会议，这些活动往往是科技合作的前期准备工作，往往伴随着大量科技合作项目的产生，各城市会通过此类方式进行科技上的深入交流和互相学习。
		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城市间科技合作数据来源包括各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各城市科技局官网、各城市日报的相关新闻报道以及百度百科关键词检索结果，共搜集到1062条不重复的城市间科技合作活动，在此基础上用UCINET软件构建了长三角41个城市2010年2020年10年的城际科技合作加权网络，并计算了各城市加权点度中心度。考虑到科技合作发生与城市政府预算编制间的时滞性，本文将城市科技预算数据滞后一期，以此构建面板数据。
3.3 中介、调节与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城市科技预算支出，调节变量为城市财政压力，借鉴既有研究做法，用城市当年预算财政支出与预算财政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数值越大表明城市财政收支越不平衡，财政压力越大，反之则表明城市财政压力越小[45][46]。本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有：产业结构，用城市当年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当年人均GDP衡量；规模以上企业数量；政府干预市场程度，用当年城市预算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
3.4 模型设定
		为控制城市个体效应与时间趋势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对二者进行了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中介效应和和调节效应，考虑到传统三步法检验中介效应的局限性，本文参考江艇的观点，重点检验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则根据既有文献和理论进行阐释[47]。调节效应则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进行检验。模型表达式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66]	Patentit+1=β0+β1collaberationit+β2controlit+γi +λt+εi,t。。。。。。。。。。。。。。。。。。。。。。。。。。。。。。。。。。。。。。。。。。。。。。。。。。。。。。。（1）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7]	Budgetit+1=α0+α1collaberationit+α2controlit+γi+λt+εi,t.。。。。。。。。。。。。。。。。。。。。。                         （2）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	Patentit=ρ0+ρ1collaberationit+ρ2interactionit+ρ3controlit+γi+λt+εi,t。。。。。。。。。。。。。。。。。。。。。。。。。。。。。。。   （3）
		其中Patentit+1表示i市t+1年的专利授权数，collaberationit表示i市t年在科技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Budgetit 表示i市t+1年的科技预算支出，controlit表示各类控制变量，interactionit表示财政压力与城市网络中心度的交互项，γi、λt、εi,t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时间效应和误差项。（1）式为基准模型，检验城市的网络中心度对其科技创新产出的影响，结合（2）式检验城市网络中心度对城市科技预算支出的影响，从而检验科技预算支出的中介效应。（3）式用以检验城市财政压力对基准模型结果的调节效应。由于长三角各城市分属不同省区，考虑到各省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选择将稳健标准误在省级层面进行聚类。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科技创新绩效
	328
	156.027
	187.211
	7.780
	1 081.930

	城市点度中心度
	328
	13.780
	13.156
	0
	77.500

	科技预算支出
	328
	24.197
	50.094
	0.866
	426.365

	经济水平
	328
	65.532
	36.201
	10.090
	199.017

	产业结构
	328
	48.484
	7.179
	29.780
	74.730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328
	2 737.198
	2 301.548
	174.000
	10 776.000

	财政压力
	328
	178.981
	75.946
	89.639
	407.174

	政府干预市场程度
	328
	166.348
	64.140
	76.023
	355.499



4 实证结果分析
	表2汇报了实证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检验了城市加权中心度对其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在科技合作网络中的加权中心度对城市的科技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城市的科技合作关系越多、合作关系越密切，越可能影响到其未来科技创新绩效，假设1得到支持。模型2检验了城市加权中心度对城市科技预算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年城市在科技合作网络中的加权中心度越高，城市下一年的科技预算支出越高，前者对后者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模型1的结果、既有研究观点以及前文对于科技预算支出与科技创新绩效关系的论述，可以认为城市加权中心度通过提高城市科技预算支出进而提高了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科技预算支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加权中心度与城市财政压力的交互项，其结果显示，在加入交互项后，城市加权中心度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仍显著为正，同时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压力弱化了城市加权中心度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假设3得到支持。各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显示，城市经济水平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是城市经济水平与其科技创新绩效形成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符合既有研究的共识。第二产业产值占比系数符号为负，并在模型2中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定程度上表明第二产业占比越高，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越低。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城市第二产业仍以传统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为主，缺乏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城市财政压力本身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也存在一定抑制作用，其估计结果与城市产业结构类似。

表 2 基准效应、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科技创新绩效
	科技预算支出
	科技创新绩效

	城市点度中心度
（加权）
	2.181*（1.122）
	0.980***（0.240）
	6.943**（2.618）

	点度中心度×财政压力
	
	
	-0.036***（0.013）

	经济水平
	1.196**（0.568）
	0.316***（0.088）
	0.694（0.473）

	产业结构
	-1.271（2.116）
	-1.066***（0.381）
	-0.045（2.034）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0.069*（0.038）
	0.019*（0.011）
	-0.065*（0.035）

	财政压力
	-0.609**（0.296）
	-0.233***（0.072）
	-0.225（0.278）

	政府干预市场程度
	0.579**（0.276）
	0.119*（0.066）
	0.776***（0.267）

	常数项
	326.509*（177.522）
	121.052***（37.698）
	180.875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424
	0.594
	0.465

	观测值数量
	328
	328
	328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系数
	1.445***
	1.218***

	Bootstrap标准误
	0.346
	0.374

	95%置信区间
	[0.765  2.125]
	[0.483  1.952]


	表 3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为提高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Bootstrap检验和Sobel检验对科技预算支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3展示了Bootstrap检验的结果，本文设定反复取样次数为500次，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系数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二者的估计结果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城市加权中心度对科技创新绩效的直接效应以及科技预算支出对科技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均显著存在。表4展示了Sobel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模型4至模型5显示，城市加权中心度显著提高了科技预算支出，城市科技预算支出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城市科技创新绩效，将中介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时纳入回归系数二者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中介效应存在。Sobel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科技预算支出的中介效应占城市加权中心度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总效应的45.7%，科技预算支出的增加是科技合作提高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

表 4 Sobel中介效应
	
	模型4（路径c）
	模型5（路径a）
	模型6（路径b）

	
	科技创新绩效
	科技预算支出
	科技创新绩效

	城市点度中心度
（加权）
	2.663***（0.413）
	1.129***（0.179）
	1.445***（0.387）

	科技预算支出
	
	
	1.078***（0.114）

	经济水平
	1.164***（0.206）
	0.185**（0.089）
	0.964***（0.184）

	产业结构
	-2.218***（0.687）
	-0.638**（0.298）
	-1.530**（0.612）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0.056***（0.003）
	0.011***（0.001）
	0.043***（0.003）

	财政压力
	-0.159（0.100）
	0.181***（0.043）
	0.034（0.091）

	政府干预市场程度
	0.486***（0.111）
	0.464***（0.048）
	-0.013（0.111）

	常数项
	-77.488（53.329）
	-55.896**（23.202）
	-17.205（47.603）

	调整后的R2
	0.859
	0.628
	0.890

	观测值数
	328
	328
	328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图2展示了长三角41个城市2011年至2020年10年间的科技合作网络演变情况。通过各年网络中关系线条的密集及粗细程度可以发现可以发现长三角城际合作网络的整体密度逐年稳步提升。相比于江苏和浙江而言，安徽除省会合肥外，其余各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科技合作相对较少，安徽省内省内城际科技合作尤为如此。合肥是连接安徽省内城市与江苏、浙江及上海的关键节点。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宁波等市均有着较高的加权中心度，尤其是上海，自2011年以来便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中心合作者角色。其中宁波与湖州自2012年来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科技合作关系，南京与杭州、南京与盐城、合肥与台州、杭州与嘉兴间也有着密切的科技合作。以各省会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内部的城际科技合作更为密切。到2020年，长三角大部分城市间已有过科技上的合作互动，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技合作关系，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长足进步。

图 2 2011年-2020年长三角城市间科技合作网络演变2012
2011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5 结论与展望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科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其城际科技合作在城市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长三角41个城市2010年至2020年的城际科技合作网络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科技合作对城市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在科技合作网络中的加权中心度显著提高了城市的科技创新绩效，即城市拥有的科技合作关系越多、关系越密切，对其提高其科技创新能力越有利。城市加权中心度的这一积极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提高该城市的科技预算支出得以实现的，城市科技合作的增加一方面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于科技创新的注意力，从而倾向于为其配置更多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为维持其既有合作关系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合作关系更多的中心城市尤为如此。此外，城市的财政压力对城市加权中心度的科技创新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城市财政收支失衡抑制了地方政府的创新偏好，不利于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
		本研究能提供一些实践层面的启示：第一，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城际科技合作，鼓励城市之间开展科技考察调研、签订科技合作协议，以及广泛开展深度校地合作。拓展城际科技合作网络的边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红利，打破时空距离对于科技合作的限制。第二，进一步发挥科技发达城市在城际科技合作网络中的引领作用和区域辐射作用。第三，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调整央地财政关系及地方间的纵向府际财政关系，提高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匹配程度，进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消极影响。第四，地方政府应保持科技预算支出的稳健，保障科技创新主体的财政资源供给，并给予其相应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其他政策优惠。第五，中央可进一步加强对城际自组织科技合作网络的引导与协调，使其兼顾活力与秩序，提高地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概括来说，深化城市间科技合作、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一体化是贯彻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智力支持，为此需要在财政资源配置上予以侧重。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为此可提出针对性的未来研究议程：首先，预算支出、财政压力与合作网络存在内生性问题，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资源和预算配置的变化会影响其合作关系的选择，也会影响其他城市是否会和该城市进行合作。如何有效解决合作网络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未来可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以及根据相应政策设计准实验；其次，合作网络对网络个体产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除了通过影响财政资源配置进而影响最终产出外，还可能存在其他未被关注的重要机制，未来需要挖掘其他中介变量，进一步打开合作网络影响个体绩效的“黑箱”；最后，在合作网络的构件上，本文界定的城际科技合作口径较宽，包含了政府间正式签订的合作协议、考察调研、会议论坛以及校地合作，这些不同形式和不同性质的合作行为对地方政府预算支出以及最后产出绩效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区分并构建不同性质的科技合作网络，并分析网络间的关系以及其对网络个体绩效造成的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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